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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关系研究
———以江西省修水县分析为例

李春凯，彭华民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贫困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尚存学术争议，学界对留守儿童群体的相关实
证研究较为缺乏。文章基于社会因果论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分析江西省修水县625名留守
儿童的问卷调查数据，验证贫困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的贫困程
度较高，多维剥夺现象严重;贫困对留守儿童的消极心理健康和积极心理健康均有显著性影
响，但影响程度有差异;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年级差异，高年级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水平相对较差。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提升贫困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社会因果论;留守儿童;贫困; 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05( 2018) 01-107 -12
DOI: 10． 14134 / j． cnki． cn33-1337 /c． 2018． 01． 012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verty and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An Analytical Study Based on Xiushui County in Jiangxi Province

LI Chun-kai，PENG Hua-min

(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Researches on the impact of poverty on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remain academic controversial． Empirical re-
searches aimed at left-behind children groups are still lacking． Based on the research analysis framework of social causation
theory，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poverty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through the survey data of 625
left-behind children in Xiushui of Jiangxi Provinc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verty level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was rela-
tively high，with severe muti-dimensional deprivation; Poverty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both negative mental health and posi-
tive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bu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s of influence; There was a remarkable grade
difference i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and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high grade children was relatively
poor． This study provide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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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颁布后，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等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来兑现保护和保障儿童权利的承诺，一系列与儿童保护和儿童发展有关的政策的出台挽救了成
千上万儿童的生命，改善了儿童的生存环境，使得数百万儿童从中受益。当前，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
通过各方努力，各国在儿童的生存和教育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仍有无
数儿童面临生活困苦的未来，他们无法实现权利，无法发挥自身潜能。2016年10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与世界银行发布的“解决极端贫穷问题:将目光聚焦在儿童身上”报告指出，全世界大约有3． 85亿儿童
生活在极端贫困环境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2016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指出: 全世界儿童中，
最贫穷的儿童在五岁前死亡的几率是最富有的儿童的1． 9倍，全世界有将近2． 5亿贫困儿童没有基本
的识字和计算能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反映了目前世界范围内贫困儿童的生存概况，但在详实
的数据背后，我们更应该关注贫困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对于儿童而言，贫困不只是金钱的问题。他们经
历的贫困，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就学机会［1－2］、营养健康［3］、医疗服务［4］3等。贫困会对儿童
造成多维度以及持续性、长期性的侵害［5－6］。生活在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儿童经历着从物质层面
到精神层面的严重匮乏，贫困儿童的生存环境恶劣，食物、教育资源、医疗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供应不
足，疾病、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主宰着他们的生命［4］4。近几十年来，贫困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引起了
多国研究人员以及决策者的广泛关注［7－8］。贫困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儿童的认知及情绪
领域。儿童时期经历的贫困对于个人健康状况及心理发展有着持续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消极的认知
能力结果、社会性与情绪性行为问题、低自尊、焦虑、抑郁等方面［9－10］。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形成了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大潮。
但受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大量留守儿童依旧生活在农村地区，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11］。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将留守儿童界定为:父母双方
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十六周岁的农村户籍
未成年人。据此定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大约为902万。因而，我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数量较为
庞大。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精准扶贫战略的全面实施，部分农村地区家庭改变了贫穷的生存状
况，但在我国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有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仍然生活在贫困的家庭环境中。因此，在
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同时，我们更应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留守儿童的支持和帮助。当前中国儿童
社会救助政策的救助对象主要针对孤儿、残疾儿童、流浪儿童等特殊的儿童群体，而对贫困家庭留守
儿童的关注和研究则相对较少。贫困家庭的留守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都面临
巨大的困境。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中国内地农村贫困家庭留守儿童的多维剥夺概况，探讨贫困
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存在的影响及其程度，为国家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也为有针对
性地开展贫困家庭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干预项目与服务提供实证依据。因此，开展贫困对留守儿童心理
健康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文献综述

贫困对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始于美国大萧条时期 Glen Elder 在美国奥克兰开展的对儿童成
长的跟踪研究。在其出版的《大萧条时期的儿童》一书中，Elder 详细描述了经济困难对儿童方方面面
的影响，主要包括:认知、情绪与行为问题等［12］。自 Elder 的研究以来，学者们开始关注贫困对儿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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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带来的诸多影响，包括: 健康问题［13－14］、教育［15］及心理健康问题［16］。相关研究表明，贫困与儿童的
内在心理健康问题( 如: 焦虑［17］、抑郁［18］、自尊［19］以及其他情绪问题［20］等) 显著相关。例如，Bearing
等学者利用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收集的1364名儿童3年来的追踪数据，分析表明家庭
经济状况的改变与儿童的认知发展结果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家庭收入降低，儿童认知发展结果变差;
家庭收入提高，则能增加儿童的认知发展结果［10］。Ashiabi的研究发现，贫困对儿童的社会情绪适应也
具有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 贫困易使儿童的同伴关系受损，更容易出现低自尊、焦虑、抑郁等问题［9］。
著名心理学家 Mcloyd的研究也发现，家庭贫困的儿童较容易出现孤僻、自卑、冷漠等多种精神障碍，
同时也缺乏必要的社会交往技能，这对儿童的身心发展非常不利［20］。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在贫困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上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贫困对儿童的心
理健康并无显著影响。例如 Mayer 的研究发现，贫困对儿童心理健康的显著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
的，这是因为与儿童息息相关的父母亲的特性是不可测量和难以改变的，改变低收入家庭父母亲的收
入是难以改变儿童父母亲的特性的，因而不太可能影响到儿童的心理健康［21］。Twenge和 Nolen-Hoeks-
ema等学者用荟萃分析( meta-analyse) 的方法对310名儿童样本的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
与儿童抑郁得分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22］。而 Gyamfi的实证研究则进一步检验了贫困与儿童心理健康
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贫困与儿童的情绪之间并没有显著性相关关系，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家庭中
的儿童更有可能得到较少的公共服务，接受较少的教育，因而面临较多的心理健康风险因素［23］。

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学者在贫困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方面起步较早，然而中国内地在
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落后。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中国学者关注和研究较多的是贫困对儿童生理需求
的满足［24］、留守儿童的健康现状［25］等，但贫困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尚未引起学者与政策制定
者的足够重视。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也缺乏系统性，研究方法大多为文献整理、政策描
述，真正用定量的方法研究二者关系的文献较为稀缺。

综合上述文献研究，贫困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尚存学术争议。多数学者的实证研究认为贫困会
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但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认为贫困与儿童的心理健康二者之间并没有相
关关系。此外，目前学界，尤其是西方社会，在贫困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方面已有诸多研究成
果，但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下研究贫困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的相关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因而在中
国内地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不仅能够回应学界在此议题上的学术争议，同时也能够检视跨文化视域
下发端和发展于西方的相关理论模型和研究成果的适用性问题。

三、分析框架

社会因果论作为公共卫生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心理健康
关系的分析中。社会因果论认为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是社会经济剥夺的结果［26］，较低的社会经济水
平会通过生活逆境引发个体的心理问题［27］。收入水平是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贫
困的基本因素［19］，因此社会因果论也可用来解释贫困与儿童心理健康的关系。基于社会因果论的分
析框架，本研究认为，贫困作为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表现要素，会造成个体心理健康问题。同时，相关
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贫困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具有消极的影响。贫困与儿童的内在心理健康问题，
如:认知能力、焦虑、抑郁以及其他情绪问题息息相关［17，20］。

基于上述理论和文献分析，本研究通过分析留守儿童的问卷调查数据，试图通过实证方法验证社
会因果论的理论分析逻辑，探究贫困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程度。据此，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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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分析框架

四、数据、测量、方法

(一) 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研究者在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修水县，通过横截面的问

卷调查方式，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开展的学龄儿童心理发展状况调查。近年来，国家的扶
贫政策主要倾向于西部地区，尽管国家一直倡导中部崛起，但从目前情况看，中部地区仍未崛起。处于
中部地区的江西省，经济状况与东部地区差异性较大，且国家对其扶贫力度明显低于西部地区。研究
也发现，目前学界对中部地区留守儿童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为弥补学界对我国中部贫困地
区留守儿童相关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江西省修水县开展调查研究。修水县是江西省面积最大和九江
市人口最多的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省定特困片区，修水县的县域经济排名在江西省所
有国家级贫困县中位列中游水平。因此，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对修水县留守儿童的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同时，以修水县作为研究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视国家相关扶贫
政策在中部地区的落实情况，为推动国家对中部地区留守儿童相关政策的出台，推动中部地区的崛起
奠定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基于研究问题，结合修水县适龄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非常高的现状，综合考虑人力和物力资源，
本研究主要从该县中小学抽取研究对象，对学龄儿童进行问卷调查。鉴于一至三年级的学龄儿童认知
能力等的限制，该学龄段儿童可能会因不能较好理解问卷而无法确保问卷填答质量。同时，借鉴国内
外其他有关学龄儿童抽样研究的做法，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为修水县义务教育阶段四至九年级的
学龄儿童。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的具体步骤为:首先，在符合抽样要求的样本中，按照简单随机抽
样的方法抽取6个乡镇;其次，在抽中的6个乡镇中，随机各抽取1所小学和1所初中;再次，在抽中的每
所小学( 四年级至六年级) 和初中( 七年级至九年级) ，依次从每个年级随机抽取一个班; 最后，在每个
抽中的班级中，按照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40名学生。共抽取1440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通过问卷的回
收与整理，研究者最终成功收集了修水县四至九年级共计1314份有效问卷。根据是否留守的问题筛选
出625名留守儿童样本。本研究严格遵循了自愿参与、无伤害、匿名与保密性等研究伦理。同时，研究过
程、调查知情同意书和测量工具等均已获伦理委员会审查与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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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测量
根据本文的研究框架，本研究涉及的主要测量变量有: 贫困和心理健康。其中，心理健康为因变

量，贫困为自变量。
因变量心理健康的测量主要分为消极心理健康和积极心理健康，消极心理健康主要从儿童的焦

虑和抑郁两方面测量，积极心理健康主要从儿童的自尊和自我效能两方面测量。儿童焦虑的测量主要
借鉴 La Greca等人编制的《儿童社交焦虑量表》［28］，该量表主要测查儿童涉及社交焦虑所伴发的情
感、认知及行为。量表有10道题，为5点式李克特量表，“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依次被记为“1、2、
3、4、5”分，该量表全为负向题目，得分越高代表儿童焦虑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儿童焦虑量表的 α 值
为0． 783。

儿童抑郁的测量主要借鉴 Fendrich等学者编制的儿童抑郁量表［29］，该量表共有20个题目，涉及儿
童抑郁的六个主要症状，包括:抑郁心境、感到内疚 /没有价值感、无助感 /绝望、精神活动迟滞、没有食
欲和睡眠困扰。量表采用 Likert 5点式计分，从“从不”到“总是”的程度依次被记为1 ～ 5分，该量表有4
道正向题目和16道负向题目，分析时将4道正向题目反向计分与负向题目加总得到儿童抑郁分数，得
分越高表示儿童抑郁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儿童抑郁量表的 α值为0． 837。

儿童自尊的测量主要借鉴 Rosenberg编制的儿童自尊量表［30］，该量表共10个题项，为5点计分式，
从“很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被记为1 ～ 5分，该量表有5道正向题目和5道负向题目，分析时将5道
负向题目反向计分与正向题目加总得到儿童自尊分数，得分越高表示儿童自尊程度越高。在本研究
中，儿童自尊量表的 α值为0． 695。

儿童自我效能感的测量主要参考 Schwarzer等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中文修订版量表［31］，共
10个题项，为5点计分式，每个项目的“很不符合、不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记为“1、2、
3、4、5”分，该量表全部为正向题目，分析时将全部题目加总得到儿童自我效能分数，得分越高表示儿
童自我效能感越高。在本研究中，儿童自我效能感量表的 α值为0． 793。

自变量贫困的界定主要基于权利视角的儿童多维贫困概念，根据儿童生存的基本权利从多个维
度展开，根据每个维度的儿童剥夺状况，将所有维度的得分相加计算儿童多维贫困总分，这种方法被
称作儿童多维贫困测量的剥夺法［32－33］。儿童贫困总分的计算方法主要分四步进行:第一步，确定儿童
多维贫困的维度和测量指标。儿童贫困的操作化方面，本研究采用目前学术界较为认可的测量发展中
国家儿童贫困的方法———剥夺法，从食物、饮用水、卫生设施、健康保健、住房、教育以及信息等7个维
度的剥夺状况测量中国留守儿童的贫困现状。第二步，确定各维度贫困的剥夺临界值。剥夺临界值是
多维贫困测度中用以划定儿童是否贫困的标准，当一个儿童在某一个指标上达到该临界值时，即视其
在这个方面贫困，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根据修水县统计部门提供的县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相关
资料，结合国家级贫困县修水县的具体实际情况，参考和借鉴学界认可的在中国开展儿童贫困界定相
关研究的经验，本研究中将贫困地区的儿童剥夺各项指标的临界值界定为: ( 1) 食物剥夺: 儿童每天摄
入的食物中没有肉食，且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有过挨饿的经历; ( 2) 饮用水剥夺: 儿童只能接触到地表水
或者水源离其住址有15分钟以上的路程; ( 3) 卫生设施剥夺: 没有冲水型厕所; ( 4 ) 健康剥夺: 没有接
受过免疫服务，经常出现腹泻等症状且得不到及时治疗; ( 5) 住房剥夺: 在家无单独卧室，家中地面没
有地板材料，或为泥地; ( 6) 教育剥夺:家庭经济条件等不足以支持子女进一步升学深造，家中有子女
因为经济状况而失学或辍学; ( 7) 信息剥夺: 3 ～ 18岁的儿童在家中接触不到电脑、电视、电话等。第三
步，确定各维度和各指标的权重。本研究拟沿用人类贫困指数的设计思路，赋予食物、饮用水、卫生设
施、健康保健、住房、教育以及信息7个维度完全相同的权重，即每个维度的权重为1 /7; 按照同样的思
路确定各维度内部各指标的权重。第四步，计算儿童的多维贫困剥夺分值，首先计算每个维度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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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分值，而后根据7个维度内部各指标的得分情况，加总得到儿童的多维贫困剥夺总分，即为儿童的
贫困程度。

本研究中的控制变量主要有: 性别( 男 = 0，女 = 1) 、年级( 4 ～ 9年级) 、父母教育程度( 没上过学或
小学没毕业 = 0，小学毕业 = 1，初中毕业 = 2，高中毕业 = 3，职高或中专毕业 = 4，大专毕业 = 5，大学或
更高 = 6) 、父母职业( 公职人员 = 0，做生意 = 1，外出务工 = 2，务农 = 3，无业 = 4) ，这些控制变量均为
学界在此研究议题上使用较多的社会人口学变量。

(三) 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运用 SPSS21进行社会人口学变量描述统计。第

二部分是运用 SPSS21进行留守儿童多维贫困与心理健康现状的分析。第三部分是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分析软件 AMOS21进行贫困对留守儿童消极和积极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程度的分析，验证贫困对留守
儿童心理健康的作用。

本研究将采用多重模型拟合指数来反映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模型拟合指数的主要功能是判断
一个结构方程模型是否与观测数据相吻合。一般来说，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都需要报告卡方统计量
( χ2 ) 以及与卡方统计量( χ2 ) 计算有关的值，如: 自由度、样本量、显著性水平［34］。除此之外，比较拟合
指数( CFI) 、近似误差均方根 ( RMSEA) 也是诸多学者主张需要报告的两个指数。一般认为，卡方值
( χ2 ) 越小表示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越适配，不显著( p ＞ 0． 05) 的卡方值表示理论模型与样本数据模型
拟合程度好［35］。但卡方值对样本量的大小非常敏感，当样本量较大时卡方值极容易显著，因而大样本
数据通过卡方值来检验模型拟合程度不太准确［36］。比较拟合指数( CFI) 的值超过0． 95表示模型拟合
较佳［37］。而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的值小于0． 05表示模型接近拟合，值介于0． 05和0． 07之间表示
模型拟合合理［38］。

五、分析结果

(一) 社会人口学变量描述统计
表1报告了本研究主要的社会人口学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从性别来看，样本中男性为284名，约

占样本量的45． 4%，女性为341名，约占样本量的54． 6%。从年级分布来看，四年级学生数为101 ( 约占
样本量的16． 2% ) ，五年级学生数为101 ( 约占样本量的16． 2% ) ，六年级学生数为100 ( 约占样本量的
16% ) ，七级学生数为121( 约占样本量的19． 4% ) ，八年级学生数为99( 约占样本量的15． 8% ) ，九年级
学生数为103( 约占样本量的16． 5% ) 。从父母受教育程度来看，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的父母受教育程度
在初中学历及以下。从父母职业来看，外出务工所占比重最大。

表1 社会人口学变量描述统计( N =625)

变量 频数( N) 百分数( % )
性别

男 284 45． 4
女 341 54． 6

年级
四年级 101 16． 2
五年级 101 16． 2
六年级 100 16． 0
七年级 121 19． 4
八年级 99 1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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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频数( N) 百分数( % )

九年级 103 16． 5
父亲教育程度

未读书或小学未毕业 90 14． 4
小学 160 25． 6
初中 190 30． 4
高中 34 5． 5
大专 1 0． 2
大学或更高 7 1． 1

母亲教育程度
未读书或小学未毕业 101 16． 2
小学 160 25． 6
初中 150 24． 0
高中 21 3． 4
大专 3 0． 5
大学或更高 6 1． 0

父亲职业
公职人员 15 2． 4
做生意 69 11． 0
外出务工 520 83． 2
务农 12 1． 9
无业 6 1． 0

母亲职业
公职人员 14 2． 2
做生意 53 8． 5
外出务工 496 79． 4
务农 12 1． 9
无业 44 7． 1

(二) 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 留守儿童多维贫困状况。本研究主要采用权利视角的儿童多维贫困测量法来界定和测度儿童

贫困，从食物、饮用水、卫生设施、健康保健、住房、教育和信息七个维度的剥夺状况来描述留守儿童多
维贫困的现状。样本中的留守儿童在七个维度的剥夺基本统计描述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留守儿童七
个维度剥夺的最低分均为0，七个维度的剥夺最高分均为0． 14。因而说明，食物、饮用水、卫生设施、健
康保健、住房、教育和信息七个维度均存在完全没有被剥夺和完全被剥夺的留守儿童。表格报告结果
显示，留守儿童在住房维度的剥夺均值( 0． 0717 ) 最大，在健康保健和教育维度的剥夺均值相对最小，
分别为0． 0191和0． 0159，在食物、饮用水、卫生设施和信息四个维度的剥夺均值相近。

表2 加权后留守儿童多维贫困剥夺各变量描述统计
维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食物剥夺 0． 00 0． 14 0． 0480 0． 04951
饮用水剥夺 0． 00 0． 14 0． 0480 0． 06753
卫生设施剥夺 0． 00 0． 14 0． 0464 0． 06695
健康保健剥夺 0． 00 0． 14 0． 0191 0． 03110
住房剥夺 0． 00 0． 14 0． 0717 0． 04678
教育剥夺 0． 00 0． 14 0． 0159 0． 02783
信息剥夺 0． 00 0． 14 0． 0415 0． 0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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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留守儿童多维贫困剥夺总分满分为1，分为食物、饮用水、卫生设施、健康保健、住房、
教育和信息七个维度，因而每个维度值为1 /7( 约为0． 1429) ，根据相关计算公式，得到每个留守儿童的
多维贫困剥夺总分，结果显示，留守儿童多维贫困剥夺分数的均值为0． 291，标准误差为0． 1267。留守儿
童多维贫困剥夺分数基本统计描述如下表3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留守儿童多维剥夺总分在一维、二维
和三维所占比重较大，所占比例均超过20%，说明该地区多数留守儿童存在三个维度及以下的贫困剥夺。

表3 留守儿童多维贫困剥夺总分基本统计描述

多维贫困剥夺分数 频数 百分比( % ) 累计百分比( % )
一维贫困［0，0． 1429］ 163 26． 1 26． 1

二维贫困［0． 1430，0． 2857］ 192 30． 7 56． 8
三维贫困［0． 2858，0． 4286］ 140 22． 4 79． 2
四维贫困［0． 4287，0． 5714］ 93 14． 9 94． 1
五维贫困［0． 5715，0． 7143］ 35 5． 6 99． 7
六维贫困［0． 7144，0． 8571］ 2 0． 3 100
七维贫困［0． 8572，1］ 0 0． 0 100

合计 625

2．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在本研究中，心理健康主要包括消极心理健康和积极心理健康。其中，
消极心理健康主要由焦虑和抑郁两个维度构成，积极心理健康主要由自尊和自我效能两个维度构成。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四个维度的基本统计描述结果如表4所示。从报告结果来看，心理健康构成变量的
偏度和峰度均没有较大值，显示所有核心变量的分布均接近正态分布。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的焦虑和
抑郁均值较大，而其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均值相对较低，表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

表4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各维度基本统计描述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心理健康

消极心理健康
焦虑 2． 41 0． 706 0． 485 0． 130
抑郁 2． 38 0． 540 0． 589 0． 552

积极心理健康
自尊 2． 41 0． 560 0． 216 0． 264
自我效能 2． 20 0． 588 0． 299 0． 772

(三) 贫困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
1． 测量模型验证。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在进行结构模型验证前，首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以检验测量模型的拟合程度。在本研究中，作为观察变量的焦虑和抑郁是消极心理健康潜变量的反映
指标，作为观察变量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是积极心理健康这一潜变量的反映指标，因此，测量模型验证
部分主要进行消极心理健康和积极心理健康两个潜变量的测量模型验证。结果显示，测量模型具有很
好的适配度( χ2 = 1． 827，df = 3，p = 0． 609，CFI = 1，RMSEA = 0 ) 。同时，本模型中所有构成潜变量的指
标变量( 焦虑、抑郁、自尊和自我效能) 都显著地负荷于消极心理健康和积极心理健康潜变量，所有构
成潜变量的指标变量的标准因子载荷数值在0． 522 ～ 0． 976之间( 具体因子载荷值见表5) ，而可接受的
因子载荷值为0． 3以上［39］。因此，分析结果意味着所选取的指标变量有效地反映了潜变量的内在结
构，表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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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所有构成潜变量的观察变量标准化因子载荷值

潜变量 观察变量 因子载荷

消极心理健康 焦虑 0． 657

抑郁 0． 976

积极心理健康 自尊 0． 913

自我效能 0． 522

2． 结构模型验证。上文测量模型的拟合结果表明测量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在测量模型拟合较好的情
况下，本部分主要将所有控制变量和潜变量及其观察变量纳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结构模型的验证，通过
Amos软件的分析，本部分所验证的结构模型，即: 贫困对留守儿童消极心理健康和积极心理健康的预测
作用，显示出了较好的拟合指数。其中，χ2 ( 17，N =625) = 19． 389，p = 0． 307，不显著; CFI 值为0． 998，大于
临界值0． 95; RMSEA值为0． 015，小于临界值0． 05，均达到很好模型拟合的标准，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包含
焦虑和抑郁的消极心理健康和包含自尊和自我效能的积极心理健康被模型解释的程度分别为11． 2%和
4． 6%。

图2 贫困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影响标准化路径图( ＊＊＊p ＜0． 001)

贫困对留守儿童消极和积极心理健康影响的结构模型标准化结果如图2所示。简单起见，该图仅
展示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省略了控制变量。从图中相关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性来看，贫困对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的理论模型得到了验证。具体来说，贫困对留守儿童的消极心理健康具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 β = 0． 213，p ＜ 0． 001) ，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留守儿童的贫困程度越高，
儿童的消极心理健康得分越高，即留守儿童越贫困，其焦虑和抑郁等消极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贫困对
留守儿童的积极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β = － 0． 182，p ＜ 0． 001) ，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
的情况下，留守儿童的贫困程度越高，儿童的积极心理健康得分越低，即留守儿童越贫困，其自尊和自
我效能等积极心理健康水平越低。作为控制变量的社会人口学变量中，仅有年级对留守儿童的消极心
理健康( β = 0． 206，p ＜ 0． 001) 和积极心理健康( β = － 0． 127，p ＜ 0． 01) 具有显著性影响:年级越高的留
守儿童其焦虑和抑郁等消极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其自尊和自我效能等积极心理健康水平越低。除此之
外，性别、父母教育程度、父母职业都对留守儿童的消极心理健康和积极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且路
径系数均较低。贫困对留守儿童消极心理健康和积极心理健康影响模型的未标准化和标准化路径系
数如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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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贫困对留守儿童消极和积极心理健康影响模型的未标准化和标准化路径系数

B β S． E． C． R． p
消极心理健康 ← 贫困 0． 030 0． 213 0． 006 4． 911 ＊＊＊
积极心理健康 ← 贫困 － 0． 027 － 0． 182 0． 006 － 4． 339 ＊＊＊
消极心理健康 ← 性别 0． 030 0． 031 0． 041 0． 749 0． 454
积极心理健康 ← 性别 － 0． 009 － 0． 008 0． 044 － 0． 197 0． 844
消极心理健康 ← 年级 0． 060 0． 206 0． 013 4． 478 ＊＊＊
积极心理健康 ← 年级 － 0． 048 － 0． 127 0． 010 － 4． 962 ＊＊
消极心理健康 ← 父亲教育程度 0． 002 0． 012 0． 011 0． 216 0． 829
积极心理健康 ← 父亲教育程度 － 0． 002 － 0． 010 0． 012 － 0． 184 0． 854
消极心理健康 ← 母亲教育程度 － 0． 011 － 0． 060 0． 010 － 1． 103 0． 270
积极心理健康 ← 母亲教育程度 0． 002 0． 012 0． 011 0． 216 0． 829
消极心理健康 ← 父亲职业 － 0． 037 － 0． 045 0． 034 － 1． 070 0． 284
积极心理健康 ← 父亲职业 0． 007 0． 008 0． 037 0． 194 0． 846
消极心理健康 ← 母亲职业 0． 011 0． 022 0． 021 0． 538 0． 591
积极心理健康 ← 母亲职业 0． 004 0． 007 0． 023 0． 174 0． 862

注: B为未标准化路径系数，β为标准化路径系数，S． E．为标准误差，C． R．为临界比值，p为显著性水平。
＊＊＊p ＜ 0． 001;＊＊p ＜ 0． 01

六、讨论与结论

儿童期是个人成长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所形成的人格和价值观念等都是成年后生存发展的重
要基础。儿童身心较为脆弱，易受到伤害，在这一阶段经历的贫困将会对儿童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
消极影响。同时，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幸福，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甚至国家的
前途命运。因而，开展贫困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促进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在贫困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方面，现有诸多研究支持贫困会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观
点，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贫困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并无显著影响。在此议题上尽管国外已有诸多量化研究
成果，但内地相关实证研究，尤其是留守儿童群体的研究较为缺乏。本研究正是基于社会因果论的分析视
角，尝试探讨此学术争议，并分析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下贫困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通过对收集到的国家贫困县留守儿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研究主要有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留守儿童的贫困程度较高，多维剥夺现象严重。根据儿童剥夺指数法测算和前人对儿童多

维贫困的界定，当儿童有一个维度存在剥夺( 剥夺分数≥0． 1429) 时，即认为该儿童处于贫困状态。本
研究结果显示，约有74%的留守儿童存在一个及以上维度的剥夺，因而可见留守儿童贫困程度较高。
同时，研究结果也发现，留守儿童在住房、食物、饮用水、卫生设施和信息等维度的剥夺相对较为严重。

第二，贫困对留守儿童的消极心理健康和积极心理健康均有显著性影响，但影响程度有差异。贫
困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存在影响的结论与既有实证研究结论相一致，也验证了社会因果论理论解释
的合理性。但本研究发现，贫困对儿童消极心理健康和积极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有较大差异，儿童多
维贫困解释了11． 2%的消极心理健康，但其对积极心理健康的解释度仅为4． 6%。因此，贫困对焦虑和
抑郁等消极心理健康指标的影响程度更大。所以在贫困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干预层面，可重点从儿童
的焦虑和抑郁等负向心理特质方面介入。

第三，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年级差异。与低年级的留守儿童相比，高年级的留守儿童的
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差。该研究结论学界少有提及，因而针对贫困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提升的实务
项目，可重点对高年级留守儿童进行干预。

本研究的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理论层面，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回应了学界在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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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心理健康影响上的学术分歧，进一步验证了发展于西方的社会因果论模型在中国江西省修水
县留守儿童群体的适用性，对留守儿童这一特殊儿童群体的验证分析进一步扩展了社会因果论的适
用范围，也弥补了中国内地在该议题上的实证研究空白。实践层面，研究发现为提升贫困留守儿童心
理健康水平的政策和实务提供科学依据。首先，在人力、物力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重点加强对留守
儿童负向心理特质的干预，通过开设有针对性的个案辅导和小组活动等社会工作专业性干预服务降
低儿童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其次，提升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可从儿童多维贫困的角度着手，通过
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切实提高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在未来扶贫工作中要有针对性地增加对贫困留
守儿童的资金投入和物质保障，通过增强对贫困留守儿童的物质支持力度，特别是确保满足留守儿童
在住房、食物、饮用水、卫生设施和信息五个方面的基本需要。通过开展精准扶贫的方式，切实改善中
国内地留守儿童的贫困现状，从而提高留守儿童的生活质量，促进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尽管本研究已有初步成果，但在未来研究中仍需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首先，本研究仅抽取中
国内地一个国家贫困县开展相关研究，研究结论的推广性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其次，本研究采取横
截面调查的方式，仅能探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不能完全确实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最后，贫困对留
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究贫困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过程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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